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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痛与觉醒：论战时西南边疆交通建设和

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建*

韩继伟

（百色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百色    533099）

[摘 要] 中国的抗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中日双方为争夺中国国际战略交通线而实施的一场以

国运相赌的博弈，在“断”与“通”博弈中，国际援华通道先后经过多次筑建和变迁：从粤汉铁

路的贯通到广九-粤汉铁路的对接；从桂越公路的筑建到滇越铁路的运输；从河岳公路的临时

突击到滇越公路的半途而废；从滇缅公路的惊心动魄到“驼峰”航线的史无前例，再到史迪威

公路的一路高歌，战时西南援华战略通道一直处于变迁之中。在这些国际援华战略通道筑建和

变迁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动员了数以万计的西南各族边民参与其中，这势必对当时的中国西南边

疆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战时西南交通建设及变迁促进了西南边疆与内地关联度的提升；促进

了中国西南边疆各民族政治凝聚力的增强；使广大的西南边民初次感受到强烈的国家概念和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冲击。战时西南边疆的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是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

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权力的地方化表象。鉴于西南边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是一个动

态演变的“连续统”，与“路”相关的集体情感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所以战时西

南边疆各民族认同的强弱与边疆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的效应密切相关，对多民族国家的社会

整合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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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常见到的诸如龚学遂的《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李占才、张劲的《超载——抗战与交通》(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廖永东的《二战时期中国战场国际战略通道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美]约翰

D．普雷廷的《驼峰航线》(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徐万民的《战争生命线——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交通》(人民交通

出版社2015年版)以及笔者拙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际援华运输线路变迁述评》(《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3期)等。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因抗战所需而进行的

西南边疆交 通建设以及相关之路线变迁，不

仅凸显了国民政府于西南边疆社会凝聚力的增

强，而且也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西南边疆与国家

内地的紧密联系度，进一步增强了西南边民之

间以及西南边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大多从

道路筑建和变迁实施过程中进行梳理①；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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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从大后方交通建设与西部经济开发视角

进行探究①；有的则完全是战时西南交通运输

的资料汇编②；而从战时西南边疆交通筑建及

变迁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以及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构建互动视角实施研究还不多见。本文

将从战时西南边疆建设和变迁入手，运用“路

学”相关理论，对战时西南边疆交通建设及变

迁对西南边地各民族在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构建等方面进行梳理和探究，以求形

成“路学”视角下的社会整合和民族认同研究，

以求证于方家，并期待引起更进一步的探究和

讨论。

一、 战时西南边疆交通建设与
变迁概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坚持旷日持久

的对日作战，国民政府迁都西南重镇重庆，并

发表迁都宣言。这样，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便

成了中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而当时西南大后

方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滞后的交通状况，显然无

法适应和支撑战时军需和补给，致使当时国民

政府抗战所需的各种战略物资90%以上均需自

国外进口。[1]面对日军的严密封锁和后方的严峻

形势，为了将国际援华抗战物资尽快运至中国，

国民政府“首在求取国际线路”，[2](P9)其宗旨就

是充分利用国际交通输入海外援华战略物资，

并同时向海外输出土特矿产。而当时日军凭借

其训练有素的陆军和占据优势的海、空，对华

实施全面性、战略性的交通封锁措施，严密封

锁中国出海口，阻断中国国际交通运输线路。首

先，日军以凌厉攻势对中国海面迅速实施封锁，

并很快占领中国当时主要出海口——天津和上

海，迫使中国外贸口岸不得不南移华南英国殖

民地— 香港，利用粤汉—广九铁路加以运输；同

时中国还开通借道越南的印支通道，以及陆续

筑建借道缅甸的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但此时

对抗战发挥独特政治和军事价值的还属粤汉铁

路。其次，日军又设法阻断通向沿海口岸的中国

内陆铁路。1938年10月，日军发动武汉、广州战

役，粤汉铁路被阻断，中国国际交通运输不得不

移至以越南海防为进出口岸的印支通道上来，

该通道既包括通往滇省的滇越铁路，又包括通

往桂省的桂越公路，还包括紧急筑建的河岳公

路、滇越公路等。这样，以南宁为中继站的公路

交通和以昆明为中继站的铁路交通便成为当时

中国极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1939年10月，为

确保桂越国际交通畅通，国民政府还组织了桂

南会战。但鉴于种种原因，会战最终失利，桂越

国际公路运输被日军切断。1940年6月，伴随着

法国在欧洲战场的失败，滇越铁路亦被日军阻

断。在粤汉铁路以及印支通道陆续被日军切断

后，“滇缅公路便日益成为中国抗战唯一的输血

管。”[3](P3)1942年春，为保卫滇缅公路畅通，中

国远征军出征缅方初次作战失利，随即日军占

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这时的中国立即丧失了

90%的军需品和工业品供应，处于极为艰难的

境地。虽然盟军及时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的

中印“驼峰”航线，但由于受到恶劣气候以及日

机不时袭扰等因素的影响，航线运输量远远不

能满足中国战场的军需民用。1943年初，史迪

威将军多次筹划、修改并经盟军首脑会议批准

的“安纳吉姆”行动方案顺利于印度利多启动

实施，与1944年初中国远征军在滇西的胜利反

攻遥相呼应，顺利打通了中印公路，并同时铺设

了自印度加尔各答，到达利多后沿中印公路直

至云南昆明的石油管道，彻底解决了中国战场

燃料短缺的问题，遏制了日军于1944年春发动

“一号攻势”并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的战略企图，

大量的海外援华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中印

公路运到中国。当时一些军方人士认为“中国战

场的反攻战，开始于中印公路之战，而且是胜利

①持有该观点的可参见谭刚：《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建设与西部经济开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②有的研究是资料汇编，诸如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处编：《三年来之西南公路（1938-1940）》，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处

印，194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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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始。”[4]（P1）在这些国际交通线开辟和筑建

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动员了数以万计的西南边

疆各族人民进行道路筑建和机场建设，这势必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政治凝聚力延伸至偏

远的边疆民族聚集地，同时亦在此过程中使广

大的西南边民初次感受到强烈的国家概念和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从战时西南边疆交通建设
和变迁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

民族意识并非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后天

非常的情势下与特定的背景下逐步萌发和铸造

的。[5]当一个民族猛然遭受外来势力的胁迫和

欺压时，其生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时，其民

族意识最容易被催生和爆发。[6](P93-94)抗战时期

所实施的体现国家意志并服务于战时政治、军

事需求的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是民族整合和

国家建构的重要支撑,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政治、

经济、军事等诸多层面和最终取得抗战胜利产

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从道路筑建过程中所体现

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心理看，则在很大程度上为

国家认同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战时西南交通建设及变迁促进了西南

边疆与内地关联度的提升

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之后，英、法列强

欲将中国纳入国际经贸一体化进程，企图利用

他们在缅甸和印度支那所实施的殖民地交通战

略对中国西南边疆实施经济渗透和军事蚕食，

但在西南边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法国多

次筹划准备筑建的龙州铁路最后无疾而终，出

资修建的滇越铁路仅仅勉强通车；而英国力主

的滇缅铁路一线则胎死腹中。全面抗战爆发之

前，国民政府从贵州军阀王家烈入手，对一直处

于半独立状态的滇、黔、桂、川等西南地区实施

接管整训和政令统一，并已经意识到交通运输

的重要性。所以，国民政府“一面……先谋交通

运输之发展，一面更应于各省人力、物力、财力

有合理之统制，以应抗战之需要。”[7](P556)例如，

1933年成立于广州的西南航空公司，起初只有

粤桂一条航线，未能拓展至滇、黔地区。随着

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为服务抗战，便利西南

交通，西南航空决定筹办桂滇和桂黔两线，其

中一线由桂省南宁经百色、蒙自，直达滇省会

之昆明；一线由桂林经柳州、独山，而至贵州省

会之贵阳，以成粤桂滇黔之民航交通网。[8]在当

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非常时期，为确保

国家及边疆之安全，开通西南边疆与内地之交

通，应是国民政府最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之一。

在国民政府交通部门的努力下，在西南边民的

支持和配合下，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不断增

强，主要表现为：第一，开通西南边疆与陪都重

庆的陆路交通，初步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包括

川黔公路、滇黔公路、湘黔公路及黔桂公路在

内的西南边疆公路网络，缩短了西南边疆与内

地的时空距离，首次显示了西南边疆通达内地

的便捷性。20世纪30年代初，黔省贵州因较早

纳入南京政府的统一行政范畴，故与西南内地

实施公路通联的筹建时间要早一些。1933年，

为了西南地区“剿共军事”之需要，南京国民政

府将西南边疆的云南纳入西南公路计划之中。

因此，滇黔公路于1936年通车则成为“西南交

通史上之重要一页”[9]，而京滇公路于当年年

底亦通车，使人感觉自边疆城市昆明至首都南

京“10日可以到达”变为现实[10]。1937年全面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西南重镇重庆，西

南边疆的战略地位猛然凸显，由西南连接海外

的国际交通建设势在必行，对滇缅公路、滇缅

铁路、湘桂铁路以及西南各省际的公路建设则

成为国民政府的经略重心。1940年初，川滇公

路(东路)通车，从昆明到达陪都重庆的时间大

大缩短，说明自西南边疆昆明到达战时政治经

济中心的联系加强。第二，开通西南边疆滇黔

桂与战时陪都重庆的空路交通，进一步提升西

南边疆与战时中心的联系。1929年5月，粤桂滇

三省实施“联航之酝酿”。1933年9月，粤、桂、

闽、黔、滇等五省“筹办民用航空”。1934年8月，



第２期 阵痛与觉醒：论战时西南边疆交通建设和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建 ·155·

“交通部拨二十五万元，辟川贵滇航线”；1934

年9月，中航公司“筹备滇渝航线， 与沪粤线衔

接。”[11](PE81)1935年，“黔省航空运输，自二十四

年四月起，为渝昆线之停航处。”[11](PE81)1936年

3月，“欧亚公司试航京滇线”；4月，“欧亚航空

公司首次蓉滇飞航正式班次……由蓉飞达昆

明……；”1937年8月，西南航空开辟自广州经

桂林至昆明的航线。此后亦开辟了西南边疆至

港、越、缅等地的国际航空。由以上内容可以看

到，西南边疆航路交通建设开辟了西南边疆交

通史上的革命，使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航程时间

缩短为以小时计。当然，抗战非常时期航路交

通未能适用于民用方面，只是利用其在政治和

军事方面的功效发挥积极作用。总之，不论战

时西南边疆的陆路交通建设与变迁，还是空路

交通建设与变迁，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南

边疆与内地的联系。

（二）战时西南交通建设及变迁促进了中国

西南边疆各民族政治凝聚力的增强

早在民国初年，国父孙中山就在其《建国

方略》“实业计划”部分强调：“……首言建筑

十万英里铁道，并云交通为实业之母，而铁路又

为交通之母，必使铁路建成以后，而后可以启发

内地，统一国家，以臻民族于富强之域。”[12](P272)

又“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而欲巩固统一，首先非

有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公路网、航路网、电信

网不可，故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等各种交通

事业的建设，在最短时间，应用全民众的力量，

帮助政府迎头赶上，交通发达，势必产生真正

的统一。”[13](P20)而国父的“尤当先以沟通极不

交通之干路为重要”[14]（P384）的交通忧患意识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交通状况的滞后

性和交通建设的紧迫性。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后

国民政府于西南边疆所展开的道路建设以及

所实施的交通变迁，虽是战局所逼及形势所迫

而不得不实施的战略策略，但从某种角度看，其

“意义实为沟通中央各省与边疆同胞间之精神

联系，……一则证明中央努力交通建设之成绩，

再则表明中央重视边远同胞之德意。”[15](P164)首

先，战时西南交通建设和变迁在对西南边民特

种动员方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与

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骤然上升，中国抵抗日

本侵略的正义性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

性得到进一步强化，而1937年11月的国民政府

自南京迁都重庆，这一悲情之壮举一定程度上

赢得了西南边疆广大边民的同情与拥护，为国

家和民族所实施的抗战交通建设更使国民政府

在西南边疆的政治凝聚力得以进一步增强，特

别表现为滇、黔、桂、川等边地各族人民所体现

的舍小家、为大家，自愿出工、出力，无怨无悔

的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其中，战时西南边疆

的道路筑建和交通建设，亦使这种政治凝聚力

延伸至偏远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而使这些

少数民族在民族融合、国家认同乃至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构建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粤

汉铁路是贯通广东、湖南和湖北三省的铁路，

鉴于种种原因，韶关至株洲间一直未能连接，几

经周折，韶株段工程全面展开，最多时动员包括

瑶族等少数民族（粤北韶关为瑶族群居区）在内

的18万员工参加，并以死亡3400多人[16](P43-44)的

巨大代价，完成了粤汉铁路的贯通。1937年4月，

印支通道的湘桂铁路开始筑建，鉴于湘桂铁路，

“十之八在桂境，当时桂省被征者，计六十二万

余人，占全省壮丁百分之二十六”,[17]其中相当

部分的壮丁为桂省的“特种部族”。[18]时人对广

西的交通征工曾给予高度评价：“广西省自抗战

以来，即毫不保留，将所有力量，全部交付给国

家，此种精神，殊足令人歌泣”。[19]1938年初，

滇省云南筑建滇缅公路，滇西28个县的彝、白、

傣、阿昌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至少20万人，计划每

天出工的人数“……加上桥涵等工程雇用的石、

木等工人，共约14万人。”[20](P113)尽管他们语言

不通、风俗各异，但在国家处于危急关头，为抗

日救国，不分男女老少，长途跋涉几天方可到达

工地。鉴于“纯系义务劳动”，所以他们都自带

十天半月的干粮和简易的锄头，在工地自搭窝

棚或露宿。由于劳动强度极大，安全很难保障，

因而付出的代价较高。据相关资料统计，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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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因死于爆破、……疟疾等事故的大约

3000多人。[21](P290)1938年3月开工并由川省泸县至

滇省沾益的川滇公路，在经黔境杉木箐至威宁段

的抢修，黔省各族人民对于征工筑路，均“认定

为应有之义务，”[22](P171)“沿线苗、彝等各族民众

历尽千辛万苦，负累重重。”[23](P193)1942年对自黔

省贵阳通往桂省柳州的黔桂铁路黔境段实施抢

修，参与抢修的民工均为铁路沿线的独山、荔波

等各县的苗族、布依族等各少数民族，尽管基本

上属于“……义务劳动”，“动用人力多达120000

人次”。[24](P396-397)“驼峰”空运时期，为配合盟

军向中国实施战略物资运输，以及盟军与日军

争夺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制空权，美国空军进驻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机场建设急不可待。据相

关史料统计，仅西南边疆的滇、黔、桂、川等地

区就为盟军修筑机场100多个。[25]其中云南新建

陆良、沾益等31处机场[26](P669-670)，共征用各族

民工不下百万，仅1941年扩建昆明巫加坝机场

先后征用各族民工12.7万人[26](P671)；贵州扩建和

新建黄平旧州、独山等14处机场,[27](P264)仅黔省

黄平旧州机场就征用各族民工10万余人[28](P50)；

广西新建和扩建柳州、桂林二塘等10处机场，

征用各族民工达195764人[29](P436-437)；四川新建

和扩建成都凤凰山、广汉等9处军用机场，修筑

这些机场征调各族民工达150多万[30](P258-265)，

这些修建机场的各族民工基本上都是自带干

粮和工具的义务劳动。1944年，抢修中印公路

北线的保山至密支那公路，参加修路的傈僳族

“因家乡被日寇弄得残破凋零”，“同仇敌忾，

愤然参加修路”。[31](P177-178)对中国西南边民在

抗战道路 修筑和机场建设中所表现出来的牺

牲精神，美国时任驻华大使詹森回国后曾发表

评论说：“……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

不及。”[32](P13)其次，战时交通建设和变迁对西

南边疆管理事权的整合方面。这主要表现为全

面抗战爆发前期国民政府“西南各省联运委员

会”对滇、黔、桂等西南边疆各省公路联运业

务的接管上。[33](P14-22)1937年7月初，国民政府行

政院、军委会等部委以及滇、黔、桂等地方当

局，在南京开会，成立西南公路联运委员会，其

目的就是筹划战时西南公路联运事宜，改进西

南公路交通运输办法，确定“长沙至贵阳，贵阳

至昆明，重庆至贵阳”，以及“贵阳至柳州一线”

作为联运线。[33](P1)该时期，尽管川、滇、桂等西

南地方政权与国民政府中央面和心不和，但这

些省份皆出于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之考量，服

从国民政府全局之安排。所以，滇省方面，一

是“滇缅公路即由交（通）部接管……”[34]；再

一就是当中央军为“保卫滇缅公路”而“源源

入滇”之时，滇省政府积极配合。[35]黔省方面，

国民政府交通部西南公路管理局于1938年3月

正式接管黔 省境内四大公路干线，合 计长约

一千四百余公里。[33](P14)桂省方面，桂省地方政

府在接到接管办法后，曾电呈行政院提出四项

意见，后行政院交通部咨复广西省政府，最终于

1938年6月14日实施移交。[33](P18-20)国民政府对

西南边疆事务的统一接管，一定程度上体现出

国民政府政治凝聚力的增强。

（三）战时西南交通建设及变迁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构建

战时道路筑建既是民族意志的象征，也是

国家权利的体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西南边疆广大边民对民族和国家的认知和评

判水平。一般情况下， 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构建是建构在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和

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最高认同形式。[36]抗战时

期实施的西南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不仅是战

时国民政府设法破解日军封锁政策的一种无奈

之举和策略体现，而且在西南国际交通（主权

国家与西南边疆之间的媒介）筑建和变迁的过

程中西南边疆各族人民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切身

体会和自身实践来增进对主权国家和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认识的。

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阐释。从学理

层面和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

“民族”、“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

等若干概念基础上演化而来。

近代以降，中西方 学 者从 不同 视角和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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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对“民族”的界定和意涵实施不同的解说。

一般情况下，民族概念内涵的界定，不外乎从

民族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视角实施不同考量的

“人群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解读。19—20

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开创“中华民族”概念之先

河，它既包有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民族自强向

外的一面，亦内涵国内统一、民族振兴向内的

一面。[37] ( P126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亦

认为：“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

勃的有机体。”[38](P52)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华民

族共同体”主要是通过“以德怀远”的“册封”

方式，吸纳周边其他民族，以至于“中华民族

在历史上的共同体像雪球那样越滚越大。”[39]

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人们在社会

发展实践中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的态

度、评价和认同结果。抗战时期的国学大师顾

颉刚曾大声呼吁：“中华民族是一个”，“凡是

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外我们

绝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那些因交通不便

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

中华民族一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

的侵略。”[40](P36-37)顾氏“俾尽书生报国之志”

的爱国热情以及他的中华民族一体论的观点，

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华民族建构过程中的“内

在紧张”，彰显出“中华民族”逐渐成为共赴国

难、凝心聚力的时代旗帜，从而为费孝通“多元

一体”民族理论奠定基础。1988年费孝通先生

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详细地

阐释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单元之间的一元多体

关系，这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

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目标则定调于

十九大报告之中。[41]

2．“路”的符号象征。1937年全面抗战爆

发以来，日军利用其坚船利炮对中国沿海实施

全面封锁，中国的对外交通不得不实施新的筑

建和相应变迁，这不仅仅是中国最终取得抗战

胜利的物理支撑和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种表

征社会发展和政治认同进步的符号象征。抗战

时期的交通筑建和相应变迁往往被视为一种强

烈政治意愿和国家意志的结果，能够促使人民

产生一种关于“路”的新表达和使用“路”的新

想象。[42]战时西南边疆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改

变了人们的地理认识和对空间的概念，人们开

始以时间而非空间来感知距离的长短，正如马

克思所说的“以空间换时间”。抗战时期的西南

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促使西南边疆的汉族与各

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一种“接近时

空”的关系，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所带来的流

动性以及对时空格局的重新塑造，缩短了西南

边疆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为构建国家认

同和强化民族意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

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论述构建美国国

家认同时曾说：“只有在当很大一群人能够将自

己想成在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

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

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只有

在这个时候，这种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才

有可能在历史上出现。”[42]作为一种国家意志和

民族意识的象征符号，战时西南边疆道路筑建

和交通变迁与政治因素、社会期望紧密交织在

一起，共同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活网络。[42]

道路建设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一种地方化表

象，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必然会对生活在道路

周围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带来一

定的影响，而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所产生的这

些效应亦影响着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理解

和评判。[42]如抗战时期实施筑建的“应急性”工

程——滇缅公路，当时滇省地方政府因任务繁

重，时间紧迫，紧急动员公路沿线20万少数民族

参与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建设工程。在筑路过程

中，他们形成了一种具有“滇缅公路筑路人”的

身份认同，一方面是受战争局势等客观因素的

影响；另一方面便是基于个人使命和责任使然，

有利于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构建的现代性

因子不断融入西南边疆社会，直接影响着西南

边地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等，“我们都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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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意识便会陡然而生。

3．“路学”视角下的社会整合与民族认同。

近年来，“路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外学

者的视野内。所谓“路学”就是关于道路的研

究，其研究范畴并不囿于某一学科的限制，而

是试图跳出单独学科的限制，从跨学科的视角

对道路及其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43]民族地

区的“国家化”过程往往与国家道路的修筑有

关，甚至有时道路的修筑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作

用。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国家化亦

是如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

益严重，公路建设成为当务之急。1934年初，

国民政府通过《确定今后物质建设及心理建设

根本方案》，规定交通建设“须首先完成西向

之干路，使我国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

之出入口。”[4 4](P228)南京政府充分认识到东南

沿海在对外作战中的不利地理因素，在经一年

多的考察之后，最终做出以西南川省为“抗战

司令台”[45](P385-396)的重要决策，并在同年确定

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方案。鉴于西南大

后方交通滞后之状况，其首要任务就是筑建交

通，“赶速修筑公路。”[46](p129)此后，在西南边疆

地区陆续整修了湘川、川鄂等战略公路以及以

贵阳为中心的西南公路，其中肩负战时重要使

命并被列为“抗日重点工程”[47](p132)的湘川公路

（湘省茶洞至川省雷神店）更是要求于一年内

通车。于是，国民政府及湘、川地方政府进行广

泛动员和社会整合，发动包括土家族、苗族等在

内的各族民工40余万人参与施工，最终于1937

年3月全线通车，一定程度上彰显出国民政府有

效的宣传动员和整合能力。同时，冠之以“现代

化和国族想象”标签的湘川公路给偏僻的湘西

各族民众带来强烈的震撼，湘川公路川流不息

地宣扬着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象，“国家的人”

和“国家的物资”的强势进入亦使湘西各少数

民族获得“与汉人生死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

经验”[48]。现代化与国家、中华民族如此突然地

降临而又自然而然地与湘西各少数民族的生活

联系在了一起。

三、结语

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

不仅是战时国民政府的无奈之举和策略体现，

同时亦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族群、边疆事务

和国族整合造成了意外而重大的影响。[48]通过

一系列西南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国民政府获

得了与西南边地少数民族接触的经验，[49]并以

政治承认的方式展开对少数民族的道路筑建政

治动员，鉴于这些动员更加贴近西南边民少数

族群自身民族化过程的节奏，所以较易与西南

边地少数民族的抗日行动相衔接，并结成对抗

日军事、政治攻势的共同阵线。从实施西南边

疆道路筑建和交通变迁的战时动员规模来看，

堪称中国历史上首次的“全民”动员，中国西南

边疆各少数民族亦真正获得与汉族族群同生

死、共患难的历史经验，在族群意识之外进一

步建立了中华民族意识的雏形，对近代中国西

南边疆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中国国民”化与

少数民族、国族构建及国家整合有正面助益。

但同时我们亦看到，国民政府在动员西南边疆

少数民族实施道路筑路和机场建设时并没有将

“民族因素”纳入整个工程来实施考量，也未

制定出适合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定方

案，以至于在筑路过程之中因语言差异和民族

隔阂而遭遇种种困惑和障碍，只是偶尔在非常

阶段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一种灵活策略。

例如，1939年后，因战局发展和形势所迫，国民

政府积极建设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

组织兴建乐西公路（该路与西祥公路相连并入

滇缅公路），为调动沿线广大彝胞参与修筑乐

西公路的积极性，国民政府对广大彝族同胞舍

小家顾大家的忘我牺牲精神给予正面肯定和正

确的评判，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民政府对西南

边疆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承认，然而战时政府

看待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深层次思想观念并无

根本性的转变，未能使民族关系得到实质性的

改善。[50](P27)但当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生死

关头，国家和民族形象连续不断地通过公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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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筑路宣传、学校教育等不同方式和渠道在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传播开来，这既是国民政府

实施有效政治动员与资源整合的具体体现，更

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

演进与转变。战时所实施的西南边疆道路筑建

和交通变迁，既为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社会动

员和政治整合提供了一个个丰富立体的个案，

也为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重返中国国家和中华

民族大家庭开凿了一条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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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and Awake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Change of Communications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onsciousness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HAN Jiwei

Abstract: To some extent,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s a game of cha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order to compete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ine. In the game of 
“Break”and “Pass”, the international channel for China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changed many times：
from the passage through Hankou-Guangzhou Railway to the docking between Guangzhou-Jiulong Railway 
and Hankou-Guangzhou Railway;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xi-Vietnam Road to the transportation 
of Yunnan-Vietnam Road；from the temporary building up of the Che he-Yuexu Road to the half-
way abandonment of Yunnan-Vietnam Road; from the breathtaking architecture of Burma Road to the 
unprecedented opening of the Hump Route，and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Ledo Road, the strategic channel 
of southwest aid to China was always in transition during the war. In the cours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strategic passages for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to China, Kuomintang government 
has mobilize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southwest to participate in, this was 
bound to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society of China at that time: the traffic construction 
and vicissitude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in wartime has promoted the advance of the connection degree 
betwee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and the inland; it has promoted the political cohes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of China. 

Key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the Southwest frontier; communication change; national community;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construction


